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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考路径和发展阶段。总体而言，大陆传统的历史哲
学家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是可区分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

的史学理论，反之亦然，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历史理论。相对而言，英美传统的历
史哲学家不仅认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要完全区分开来，而且试图将历史理论排除在历史哲学的合

法讨论的范围之外。
近年来，西方历史哲学发展的一个新趋向是在不断地纠偏英美分析的历史哲学带来的困境，在

新的时代语境和历史变化中重新探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原初关联，从而复兴了历史理论的合法

性和正当性。
综上所述，我们既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区别，又要看到历史与史学、历史

理论与史学理论的联系。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好处在于，历史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史学，反过来说，史
学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然而，在史学实践当中，我们往
往会有一种把史学等同于历史的实在论幻象和冲动，这实际上是把历史学家当作了一面能够直接映

射历史实在的镜子，把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当作了一种能够直接通达历史实在的透明媒介。正是
分析传统的史学理论在逻辑和语言分析层面的深入研究，才使得我们走出镜像的朴素实在论，使得

我们认识到历史学家的主体性是不可消解的，历史学家使用的语言也是不透明的。相反，那些忽视
这些问题而径直认为历史学不需要任何史学理论的看法恰恰是一种“掩耳盗铃”。
另一方面，这种区分的坏处在于，它造成了历史与史学就此永远分离的不良效果，就像我们将

男人与女人分开之后，男女之间就有别而授受不亲了。换言之，历史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
静态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而应该是动态相克相生的辩证关系。正如《易经》所言: “穷则变，变则
通，通则久。”在形而上之“道”的意义上来说，历史与史学总是“变”与“常”的统一体。时间进程的
新变化，催生了历史书写的变革，反过来说，历史书写的新突破，则概念化了时间进程的历史。历
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可作如是观。我们不可能只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的思维方
式，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所指向的历史实在和过去本身，我们也不可能只

在史学理论上谈论历史学家所使用的语言，而不在历史理论上讨论历史学家的语言所指向的历史

实在和时间经验本身，反之亦然。身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我们探讨历史理论问题已迫
在眉睫。

文明史叙事与历史规律的探询* ①

韩 炯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古至今，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考察人类历史和社会演进的规律，揭示其中的普遍性，

以便更好地指导人类的现实生活。近年来，探讨历史的规律、动力、价值、主体、目的等问题的历史理
论研究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明显的回归。① 本文将以西方学界的文明史研究为切入点，分析其在 18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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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兴起时的表现，步入 20 世纪后逐渐衰落的原因，以及进入 21 世纪后的复兴。① 本文认为，西方文
明史研究的兴起与衰落，背后体现了西方人对历史规律这一重要的历史理论问题的探究与反思。而
文明史研究在近年来再次回归西方学者的视野，则反映了西方学者为了应对西方文明当下所面临的

危机，力图重新把握历史规律进而找到解决办法的一次尝试。

一

在西方，书写有规律的历史由来已久。在中世纪，“伴随基督教的出现，历史变为真理的历史，同
时也就摆脱了偶然和机遇”，历史进而有了“自己的规律”，但不再是自然规律，而是“理性、智慧、天
意……天意指导并安排事件的进程，让它们奔向一个目标……历史首次被理解为进步”。历史“不再
是……相互发生关系的国家的历史……而是典型的普遍的历史”。②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马基
雅维利目睹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历史，认为这受到了某种规律的支配: “可以看出，在兴衰变化规律
支配下，各地区常常由治到乱，然后又由乱到治。因为人世间事情的性质不允许各地区在一条平坦
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当它们到达极尽完美的境况时，很快就会衰弱;同样，当它们已变得混乱不堪，

陷于极其沮丧之中、不可能再往下降时，就又必然开始回升。”③

进入 18 世纪，具有哲学思维的历史学家和具有历史意识的哲学家，把基督教的历史进步观与启
蒙时代的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坚信人而非神或英雄主宰历史。国家、民族、社会代替教会和王朝，成
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单位，并出现了全面论述人类历史的普遍史。普遍史力图探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
体规律，伏尔泰被认为是开拓者，因为他是“第一个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察的学者，把全世界
各大文化中心的大事联系起来，而且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重要方面”。④ 这一时期，多数历史学家相
信人类历史受规律支配，社会现象有因果联系，关注社会变化的条件、动因，强调必然和一般，忽视偶
然和个别。⑤ 比如，维柯认为各民族历史普遍经历了“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人
的“常识”或“共同本性”是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终极原因，历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探寻纷纭复杂的
历史事实之间的联系和规律。⑥ 德国哥廷根学派提出，世界历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
代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演进，都遵循着一定的因果关系。⑦ 苏格兰哲学家卡姆斯勋
爵( Lord Kames) 在《历史法手册》( Historical Law-Tracts) 中将人类历史划分为狩猎 －采集、畜牧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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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概念聚讼纷纭，文明史能否成为专门领域，李剑鸣认为受制于文明概念缺乏共识性、研究题材不够确定和丰富、方法论方面
缺乏系统性和自主性，而具有“不确定性”( 《文明的概念与文明史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其中，关于通论
性文明史编纂的局限性( 目的论和精英主义的理论陷阱) 的解说，颇具启发性，提醒研究者更慎重地对待文明史研究中的理论预

设，更加关注实证意义上的文明史研究。经典作家就曾反对脱离“特殊历史形式的”的物质生产去考察一般范畴意义上的历史，
并斥之为“‘文明’的空话”(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 1861 年 8 月—1863 年 7 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人民
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96 页) 。吴英曾撰文澄清马克思揭示的文明发展规律的要义( 《马克思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人
民论坛》2019 年第 21 期;《马克思的文明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 。笔者以为，文明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文明观念
本身是否科学，能否确保经由“通论性历史编纂框架”( 即文明史观) 指导下的实证研究，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 包括微观层面
上) 的历史生成变化的规律。本文只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西方学界的文明史叙事中对历史规律的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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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商业社会的四阶段，他坚信:“现代工业和商业社会的发展将会使人们更为自由，自由将带来文
雅，并推动人类的进步。”①卡姆斯的文明比较观念、持续进步观念，以及财产形式转变构成社会演化
动因的思想，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均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过，启蒙时代的世界历史书写以欧洲文明为制高点，带有明显的种族优越意识，这也使得东方

世界的发展模式难以纳入启蒙思想家勾勒的普遍历史规律之中。不仅如此，欧洲文明的意识被有意
凸显出来，不但成为描绘不同民族之间差异的范畴，而且被用于描述欧洲扩张所奠定的全球秩序。
“文明状态更是所有社会都经历或将经历的历史过程的必然结果。这样，历史不过是一系列发展阶
段的演替:从野蛮的狩猎采集者，通过一些可被清晰定义的中间步骤，最终达至一个文明的、所谓‘礼
貌而富有商业精神的民族’。定义这些阶段的不仅是其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也包括该民族感受世
界的独特方式。”②同时，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激发了人的巨大生产能力，许多历史学家深信本民族生
活的时代正处于或即将迎来文明史的高峰阶段。文明史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发展。
法国实证哲学家孔德把文明看作一个体系，认为文明史是一种有规律地发展的能动结构。他把人

类精神或一般意义上的人类文明史分为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最后的实证阶段。实
证阶段的特征是:“人的精神放弃了对绝对观念、宇宙的起源和归宿以及现象的原因的徒劳探求，而专
心去研究现象的规律———即它们的恒定不变的相继和相似的关系。”③与孔德一样，黑格尔也秉持这种
抽象的、线性发展的文明史观，并将之推向顶峰。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进程就是文明的进程，世界历
史性民族就是“文明民族”，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在于“客观精神”或绝对精神。黑格尔进而指出，“日耳
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日耳曼文明因此将成为文明的最高范式，世界文明发展的最后归宿。④

19 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的兴起以及对欧洲之外的文明的深入了解，让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反思
文明的普遍性。德国学者海因里希·吕克特( Heinrich Rückert) 在 1857 年出版的《世界史教程》( Le-
hrbuch der Weltgeschichte in Organischer Darstellung) 中否认存在“唯一的、统一的文化类型”，即普遍文
明的可能性，否认历史发展会迈向统一的目的。卡尔·兰普雷希特对特定社会共同体自我意识的文
化形式的研究，以及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概念，把有关地域文明的研究推进到新高度，而且更重视文明

演进中的中断现象。⑤ 1861 年，英国历史学家博克尔( Henry Thomas Buckle，现在通常译为巴克尔)
出版《英国文化史》，强调欧洲文明和非欧文明各自遵循不同类型的规律: “在欧洲是自然受人类支
配，而欧洲以外，是自然支配着人类。”⑥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区分了文明民族和非文明民族，
指出文明完整的发展周期包括进步、稳定和衰退三个阶段，这为研究文明的非连续性演进提供了理
论支撑。⑦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理性主义出现危机，尼采等人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引发了人们对文明的定义
以及文明发展的反思。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挑战了黑格尔的文明史观，不再将西方文明视为人类历史
的终点。在斯宾格勒看来，不论是西方的历史还是其他地区的历史，都孕育在各自独有的文化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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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也都会历经起源、生长、成熟和衰败的周期性过程。因此，西方并无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特
权，“西方的没落”同样体现着历史的必然性。与斯宾格勒类似，汤因比也是从文明的角度考察人类
历史。汤因比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是平行和等价的，并无高下之别和优劣之分，人类历史的发展将遵
循多线而非单线的逻辑。① 受他们影响，西方学者不但摒弃了对文明的普遍主义研究，而且减弱了对
历史规律的宏大叙事探询。

20 世纪中期以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Vom Urspung und Ziel der Ge-
schichte，德文版 1949 年出版，英文版 1953 年出版) ，试图延续整体性、普遍性的文明研究思路，反思
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文化基础，但难以挽救宏大叙事式微之势。究其原因，在冷战对峙格局下，人
们暂时搁置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未来等终极问题，转而关注与现实更密切的文化和政治问题，提倡

改良性质的“零碎社会工程”，加之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后现代主义解构宏大叙事，导致经由文明
史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衰落。只有少数文明史研究，仍然保留宏观视野，推动着区域史和跨国史
的研究。比如，布罗代尔在 1963 年指出:“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
现的主线———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种东西”，而且，“任何与普遍性理论密切相关的历史都需要
恢复其真实面目”。②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出现不少气势恢宏、视角独特且颇具影响的全球文明史著作。这些著作强
调“人类的沟通、交流以及移民”，内容大多根据研究主题或专题排序分类，侧重勾勒世界文明之间如
何通过贸易、科技、移民、物种传播等由孤立走向联系的历程，但对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定位以及未来
前景问题缺乏一以贯之的解说，因而难以满足读者对总体历史和规律的追求。对于这种情况，有学
者指出:“它们无助于缓解我们对超越趣味性见解的简单汇编的强烈需求，我们渴望最终能够识别出
全球历史发展的总貌。”③尽管“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带来短暂的文明研究回流，但这类“文
明话语的侧重点不是互联和互动，而是排他性和对文化特殊性的强调”。④

总之，西方启蒙运动时代开创的以揭示普遍历史规律为目的的文明史研究，因不足以涵盖包括

非西方世界在内的地域文明的特殊性，受到力图挑战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学者们的质疑。此外，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衰落的现实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文明史研究乃至对历史规律的

探究日渐式微。而作为全球通史的文明史叙事，过于强调跨文化的互动，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以及
人类文明总体演进的规律却有所忽视，⑤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二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长时段研究的再次兴起、普遍史的回归等史学实践的影响下，历史学家
重燃对文明叙事中历史规律的兴趣。一些学者围绕轴心时代( Axial Age ) 或轴心文明( Axial Civi-
lizations) 进行了重评，为历史规律的探讨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平台。对于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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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Bjrn Wittrock，“The Meaning of the Axial Age”，in Johann P. Arnason，Shmuel N. Eisenstadt and Bjrn Wittrock，eds. ，Axial
Civilizations and World History，Brill，2005，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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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徐善伟:《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2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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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时代”概念及其特征，研究者提出了一些新的称谓，力图彰显这一概念在研究文明史中的重要
价值。比如，凯伦·阿姆斯特朗称之为“大转型”(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哈贝马斯称之为“世
界观革命”( a revolution in worldviews ) ，而约翰·托尔佩则称之为“道德轴心时代”( Moral Axial
Age) 。①

雅斯贝尔斯在提出“轴心时代”理论时，主要是想说明世界历史或文明的发展可以在多个不同地
方实现突破，而不是只在西方一处实现。再者，有别于 19 世纪的地域文明研究，雅斯贝尔斯强调，不
同文明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形成特有的“文明复合体”。与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文明作为历史哲学的
思辨构想不同的是，新的研究倡导实证性的历史社会学阐释。比如，伊恩·莫里斯关于东西方文明
经济总量的比较研究，②哈贝马斯关于宗教复兴背景下信仰与知识为主线的谱系学研究，③罗伯特·
贝拉关于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研究，扬·阿斯曼关于文化记忆和神话的研究，④彼得·图尔钦关于
历史周期以及文化转向研究，⑤等等。上述研究各有侧重，或者试图归纳出多个文明实体的某些共同
特征，或者探究个体文明多次转型体现的演进模式，或者强调多个文明的整体性变革的内在动因。
最近，有学者甚至提出运用全球比较历史证据来系统评估“轴心时代”理论。⑥

对历史发展根本动力和规律的探究，体现在围绕轴心时代文明“突破”标准的争论上。早在
2001 年，艾森斯塔特、约翰·阿纳森、比约恩·维特洛克等学者就注意到，“现实世界的高位文
化和低位文化之间存在着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存在着低位对高位的有规则的从属关系。”他们
的基本共识是，文明观念的“突破”源于人们特定能力的出现，而非一般意义上物种演化的必然
结果。“就最基本层面而言，认识转型与围绕人的存在的最基本方面的阐释相关，具体来说，与
人的反思性( reflexivity) 、历史性( historicity) 、能动性( agentiality) 相关。”“这些能力表现为人类反
思世界的能力，以及赋予世界不同景象的表现能力，也就是把此时此地观察到的世界景象想象

成另一种情状的可能性的能力。”⑦罗伯特·贝拉在《人类进化中的宗教: 从旧石器时代到轴心时
代》中认为，轴心时代的宗教和伦理是人类整体进化的主要驱动力。⑧ 而艾森斯塔特则将文明的
突破与社会分工、价值行为规则、社会秩序以及制度定型整合起来，分析跨区域的社会转型，⑨由
此，避免了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世俗化、文化同质化。多元现代性，进而成为学界最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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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Karen Armstrong，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s，Alfred A. Knopf，2006; Jürgen Habermas，
An Awareness of What Is Missing: Faith and Reason in a Post-secular Age，Polity，2010; John Torpey，The Three Axial Age: Moral，Mate-
rial，Mental，Rutgers University Press，2017。
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Profile Books，2010; The
Measure of Civilization: How Social Development Decides the Fate of Na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
Jürgen Habermas，An Awareness of What Is Missing: Faith and Reason in a Post-secular Age.
Robert N. Bellah，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 Jan Assmann，
“Cultural Memory and the Myth of the Axial Age”，in Robert N. Bellah and Hans Joas，eds. ，The Axial Age and Its Consequences，Har-
va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 366 － 407.
Peter Turchin，“Religion and Empire in the Axial Age”，Religion，Brain ＆ Behavior，Vol. 2，Issue 3，2012，pp. 256 －260;“Cultural Evo-
lution and Cliodynamics”，Cliodynamics: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Evolution，Vol. 5，Issue 1，2014，pp. 1 － 3.
Daniel Austin Mullins，Peter Turchin，et al.，“A Systematic Assessment of‘Axial Age’Proposals Using Global Comparative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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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N. Bellah，Religion in Human Evolution: From the Paleolithic to the Axial Age.
Bjrn Wittrock，“The Meaning of the Axial Age”，p. 62.



当代西方历史理论问题再思考

“文明话语”。①

如果将轴心期的文明突破视为一种规范或规则，那么就需要解释一部分古代文明何以未能实现

突破。这关乎规律的适用性以及“例外”问题。扬·阿斯曼认为，古代埃及文明未能存续，是因为它
未能够提炼出其文化的核心，也未能构建起保持这个文化核心的记忆模式，尽管古代埃及人完成了

许多属于轴心文明特征的突破。② 此外，如何处理以轴心时代概念为核心的世界历史分期问题，关系
到历史发展阶段的连续性与转折性。一个总的趋势是，轴心文明时代被认为存在于全球文明发展进
程的多次转型中，而非最初认为的公元前 800 年到前 200 年的一次转型中。“第二次轴心突变”可能
指伊斯兰教或基督教的出现，也被艾森斯塔特用于指佛教的出现，还被雷米·布拉格( Rémi Brague)
用于描述欧洲现代社会的转变。③ 约翰·托尔佩认为，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存在三个轴心时代，即道德
的轴心时代、物质的轴心时代和精神的轴心时代。④

在借助研究轴心期文明发展史，进而寻找普遍历史规律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也在思考概率

性规律是否更加贴合历史研究的实际。美国生态学家、历史学家彼得·图尔钦为了“寻找解释
历史社会运作和动态的一般原则”，试图融合理论模式和大规模长时段的数据分析，利用复杂性
科学和文化进化的工具来重建一种统计规律即概率性规律。2009 年，图尔钦创办《历史动力
学》杂志，并逐步建立一个囊括 450 多个历史学学会资料的信息数据库，试图对人类社会进行时
间和空间上的分析比较，借以预测可能来临的政治动荡。2017 年，他又联合历史学家、物理学家
和符号学家，成立一个预测人类未来的小组，希望借此帮助人们识别影响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危

机，并及时采取行动来缓解危机。图尔钦强调，探寻历史规律不是为了“战胜历史”，而是为了让
历史学更加蓬勃的发展。他自认为胜出尤瓦尔·赫拉利等大历史学者的地方，就在于他提供了
对假说的检验，即将假说“转化为动态模型，从中提取出定量的预测，然后用历史数据进行检
验”。⑤ 不难看出，统计性概率或概率性规律只是所谓覆盖律模型 ( covering-law model ) 的翻版而
已。

三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历史规律研究的重新关注，主要是为了解决当下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困

境，进而尝试提出一种对西方文明发展规律的新的解释。具体来说，西方文明当前主要存在以下三
种危机。
其一，西方文明发展至今，并未创造一个公平、开放、繁荣与自由的世界，反而积弊甚深，甚至积

重难返。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危机，来自于西方文明内部贫富的两极分化。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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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 Johann P. Arnason，“The Axial Age and Its Interprters: Reopening a Debate”，in Johann P. Arnason，S. N. Eisenstad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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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商学院荣誉教授、《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作者乔尔根·兰德斯( Jorgen Randers) 认
为，“到 2050 年，美国和英国社会将分化为两个阶级，少数精英生活美好，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
降，社会平等将消失”，届时“西方所谓民主、自由的社会将会失败，而像中国这样拥有更强大政府的
国家将是赢家”。① 这种状况刺激更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关注西方文明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问
题。例如，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探讨近四百年人类解决饥饿、健康的问题。② 法国学者皮凯蒂依据
欧美多国的国民账户、收入、财产与纳税等多种系统历史数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长期演化
趋势。③ 斯坦福大学古罗马史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审视了从石器时代到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
不平等，认为战争、革命、瘟疫和掠夺型国家崩溃等对国内不平等的矫正作用是短期的。④

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又都难以正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弊端。如前所述，彼得·图尔钦用他创
立的政治压力指数检验并成功预测到美国 2020 年的政治动荡，但他只是直觉性地选取三个变量加
以分析，即衡量国家偿债能力的利率、衡量国家动员群众能力的实际工资、衡量精英竞争度的参议院
阻挠法案数量，至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或制度上的连结，却无法从根本上予以解释。即便有学者
已经充分认识到新的“全球失序”加剧原来的恶性循环，并凸显欧美的政治和文明危机，也无法给出
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今，对于资本主义而言，没有任何真正的替代选项。面对资本主义及其恐
慌，欧洲人唯一想要的是想象范围内的安全和福祉。其想象力的极限是什么? 是市场和身份共性本
身。”⑤依此而论，西方文明几乎丧失了理性设想未来全球秩序变革的能力。
其二，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正在减弱，并由此引发全球秩序的重塑与变革。文明实体本来没有

高低优劣之分，但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存在发展快慢和先进落后的相对差异，并在事实上形成某种文

明的中心地位。进入现代以来，少数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当成维护自己优势地位、推进和
扩张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意识形态话语工具，“地理大发现后，陆续诞生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
学、欧洲文明史、国际法等，它们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文明等级论的塑造”。⑥ 但是，当西方国家
的全球地位发生变化甚至逐渐丧失中心地位时，全球秩序将不可避免地进行重新调整。进入 21 世
纪以来，西方正在面临被非西方新兴大国追平或赶超的可能，近代以来形成的“东方从属西方”的局
面正在悄然改变。更有西方学者指出，新冠疫情只会加速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向更以中国为
中心的全球化。⑦ 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文化精英意识，遮蔽了他们探究全球失
序原因的真正方向。如前所述，全球文明史在选择非民族国家范式和非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同时，
过于强调“互动、互联和跨社会结构”的“重要作用”，“将因果解释力让给了它们”，放弃了内源性解
释。⑧ 这些著作大多未能全面审视自己文明中究竟哪些因素抑制或激发了绝大多数劳动者改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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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条件、发展生产能力的要求。①

其三，西方文明正面临着一系列日益严峻的挑战，如全球公共安全、气候危机和生态灾难、全球
治理难题，这些迫使西方学者去思考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及人的存在等终极问题。以“人类世”概念
的提出为例，这一概念逐渐被科学家和大众接受，意味着有必要把人类置于地球乃至宇宙演进背景

下，考察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同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这类整合人的历史与环境的历史的文明
史，要求历史学家关注全局性、长时段的发展演变规律，体现出对“人类社会如何变迁”“现代社会为
什么变化如此之快”的深刻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人类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人类如何通过自身的生
产生活活动调控自然、社会和自身的发展变迁史。依靠经年累月的生产生活创造性活动，人类调控
自然、社会和自身的深度广度强度越来越突出。每当人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触及到新的“临界
点”时，人类对其创造性后果和破坏性后果的反思也更深入，必然要求确立一种空间和时间更宏阔的
历史观。比如，超越“人类”的星球空间和超越“人类世”的历史时间，即典型的“后人类”文明史观。②

此外，自然科学领域的诸多前沿研究成果，如引力波效应、合成生物技术等，也不断冲击着对“人
类”和“人类文明”的固有理解。面对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机，用传统的人性论、文化本质主义或科学
技术决定论已经很难解释文明演进和社会变迁。不少国家倡导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合作，采用
综合性的视角和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去分析人类的文明及其发展规律。比如，美国 2017 年创刊的学
术刊物《想象性文化中的进化研究》的首篇文章，即为《关于人性、文化和科学信仰的跨学科调查》。③

通过反思西方文明的弊端与危机，西方学者试图重建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和探索，进而为经历急

剧变革、缺乏社会安全感的西方人找回历史发展中的确定性。尽管如此，西方学者对文明史叙事中
关于历史规律的探讨，仍然需要重点解决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在人类历史与环境历史的整合
中弥合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争论。第二，如何在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的同时又不陷入多元
折中带来的万能和万不能的解释陷阱。对于西方文明史发展规律的探询，若要求得好的发展，就必
须在“终极原因”或“根本动力”的理解和解释上进行一番革新。170 多年前，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发
动了历史本体论革命，它所揭示的历史规律及其实现方式的理论，仍然不失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李桂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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